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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s & Comments

深碳观测计划——对地球内部碳的十年探索
Craig M. Schiffries, Andrea Johnson Mangum, Jennifer L. Mays, Michelle Hoon-Starr, Robert M. Hazen
Geophysical Laboratory, Carnegie Institution for Science, Washington, DC 20015, USA

1. 概述

深碳观测计划（DCO）是一项为期十年的科研项目，

旨在调查地球中碳的储量、运移、存在形式和起源。地

球上超过90%的碳很可能存在于地球深部，DCO的核心

任务是理解地球完整的碳循环过程——超出以往研究主

要关注的大气、大洋和浅地壳环境，拓展到包括地球深

部在内的碳循环[1, 2]。通过十年的焦点研究，DCO科

学家在地球上碳的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方面取得了重

大发现。

为了探究涉及多学科的科学问题，DCO联合了全球

超过1200名科学家，把他们大致分为四个科学共同体：

极端物理和化学、库藏与流量、深部能源和深部生命

（表1）。该项目同时强调了四个能链接各团体的交叉活

动——数据科学、仪器使用、野外工作以及建模和可视

化，同时，几个跨领域的研究小组为整个DCO提供必要

的支持与帮助（图1）。
除了科学上取得的进步，DCO还在全球范围内创造

了一个跨学科的、国际化的不朽遗产，即成功地在50多
个国家建立了由地质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

家组成的多样化的、动态的、协同的科学共同体。特别

地，DCO一直通过支持处于科研起步阶段，但将会在接

下来的几十年里坚持探索、发现的科学家，来培养下一

代从事深碳研究的研究员。

DCO的愿景、核心问题和科学目标最初是在2008
年卡内基科学研究所举办的国际深碳循环研讨会上提出

的。这次研讨会成功地向Alfred P. Sloan基金会提出：自

2009年到2019年，建立一个为期十年的深部碳科学研究

项目。Alfred P. Sloan基金会承诺在未来十年内向DCO
提供共计5000万美元的种子基金。DCO利用Alfred P. 
Sloan基金会的支持，从国际组织、国家科学机构、基

金会和私营部门获得了超过5亿美元的支持。

2. 极端物理和化学共同体

DCO极端物理和化学共同体致力于提升我们对碳在

极端条件下的物理、化学行为的理解，如在地球深部和

其他星球上所发现的极端环境。在我们对极端条件下矿

物、岩浆和熔体中的碳以及含水流体的理解上，该团队

正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DCO科学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

高温高压下含碳矿物性质的新成果，包括碳酸盐矿物、

碳合物、干冰（CO2）及其包合物的结构、压缩性和弹

性性质。其中一项发现是随着温度、压力的升高，具

sp3杂化碳的相形成了由碳、氧组成的四面体配位。在常

温常压下，CO2是线形分子；然而，在足够高的压力下，

CO2转变成由4个氧原子四面体配合碳原子形成的聚合

框架结构[3]。CO2致密集合态可能是行星内部碳潜在的

储库。四面体配位的碳的稳定性具有深远的意义，即这

种碳可以取代硅酸盐矿物中四面体配位的硅。这样的取

代机制已经被实验所证实[4]，指示了地球和其他行星

内部碳潜在的库藏。DCO科学家开展了大量极端条件下

碳酸盐矿物性质的研究。在常温常压下，碳酸盐矿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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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形成三角面状结构单元。在高压下，碳酸盐矿物转

变为更致密的结构，在该结构中，碳四面体配位链接4
个氧原子[5−11]——该发现对深部碳循环中碳酸盐矿物

的稳定性和性质有重要意义[12, 13]。在极端条件下所

开展的铁-碳体系互补实验提供了关于碳在地核中复杂

作用的相互冲突的证据[14−16]。岩浆海作用限定了碳

的初始分布和深部碳循环进一步发展的条件[17]。岩浆

也是将碳从地球内部带到表面的主要载体[18]。反之，

表1 DCO 十年目标

DCO Science Community Decadal Goals

Extreme Physics and Chemistry • Seek and identify possible new carbon-bearing materials in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
• Characterize the structural and dynamic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and identify their reac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at 

conditions relevant to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
• Develop, extend, combine, and exploit experimental tools to investigate carbon-bearing samples in new regimes of pressure, 

temperature, and bulk composition
• Develop, extend, and improve databases and simulations of deep carbon material properties, reactions, and transport for 

integration with quantitative models of global carbon cycling

Reservoirs and Fluxes • Establish open access, continuous information streams on volcanic gas emission and related activity
• Determine the chemical forms and distribution of carbon in Earth’s deepest interior
• Determine the seafloor carbon budget and global rates of carbon input into subduction zones
• Estimate the net direction and magnitude of tectonic carbon fluxes from the mantle and crust to the atmosphere
• Develop a robust overarching global carbon cycle model through deep time, including the earliest Earth and coevolution of 

the geosphere and biosphere
• Produce quantitative models of global carbon cycling at various scales, including the planetary scale (mantle convection), 

tectonic scale (subduction zone, orogeny, rift, volcano), and reservoir scale (core, mantle, crust, hydrosphere)

Deep Energy • Utilize field-based investigations of approximately 25 globally representative terrestrial and marine environments to 
determine processes controlling the origin, form, quantities, and movements of abiotic gases and organic species in Earth’s 
crust and uppermost mantle

• Implement the use of DCO-sponsored instrumentation, especially revolutionary isotopologue measurements, to discriminate 
the abiotic versus biotic origin of methane gas and organic species sampled from global terrestrial and marine field sites

• Quantify as a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pressure, fluid and solid compositions, and redox state the mechanisms and rates 
of fluid-rock interactions that produce hydrogen (H2), abiotic forms of hydrocarbon gases, and more complex organic 
compounds

• Integrate our quantita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es that control the origins, forms, quantities, and movements of 
abiotic vs. biotic carbon compounds with quantitative models of global carbon cycling

Deep Life • Determine the processes that define the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 of deep life as it relates to the carbon cycle
• Determine the environmental limits of deep life
• Determin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eep life and carbon cycling on Earth

图1. DCO 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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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通过诱发矿物中结构水的熔融和迁移来影响地球深部

动力学过程[19]。熔融作用也会对俯冲到地幔深处的碳

的循环产生重要影响。再生洋壳的相熔融关系表明，俯

冲板块在转换带经历熔融作用并脱去碳酸盐组分，进而

形成深部碳俯冲的屏障[20]。近期实验研究显示，碳酸

质液体为弧下浅部区域的碳循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潜在

途径[21]。
在我们对于液态流体在深部碳循环中的作用的认识

上，DCO取得了迅速的进展。近阶段发展了许多热力学

模型来理解地球上、中地壳中的水-岩相互作用，但由

于不清楚极端条件下水的介电常数，这一认识无法被延

伸到更深的环境。DCO科学家们通过运用第一性原理计

算，获得了极端条件下水的介电常数以及碳酸盐在地球

深部的运移情况，打破了这一阻碍[22]。这些计算结果

结合实验观测[23]发展了地球深层水模型（DEW）[24]。
地球深层水模型的初步结果指示，有机碳在俯冲带流体

中起着重要作用[25]，深部流体pH值的变化可导致金刚

石的形成[26]。碳在确定俯冲带流体pH值这一问题上的

意义现在可以被充分考量，这将大大影响挥发分和金属

的循环过程[27]。上述成果正在改变我们对全球地球化

学输运的认识[28]。

3. 库藏与流量共同体

DCO库藏与流量共同体致力于发现地球深部主要

的碳库，确定碳在各碳库间迁移的速率与机制，评估地

球总的碳储量。其下属的金刚石与地幔碳动力学研究

组（DMGC），建立起了一个全球性的研究中心，旨在

通过保存在金刚石中的独特地质记录来研究地球深部。

DMGC通过研究金刚石和形成金刚石的流体与熔体，来

认识地球内部的碳在地质时间尺度上的迁移情况[29]，
以达到探索地球深部的目标。由于这种探索一定程度上

取决于可使用的样品以及样品研究各方面的协同合作，

DMGC正在开发已注册样品集和金刚石与金刚石包裹体

的地球化学数据库。

在宝石级金刚石中发现的天然金属、金属碳合物和

还原性挥发分表明金刚石形成于地球深部金属性液体

环境，这对地球演化具有深远意义[30]。相反，某些富

流体纤维状金刚石则形成于俯冲板块中的高盐流体环

境；这些研究数据显示，俯冲作用、地幔交代变质作用

和富流体金刚石的形成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并指示

源于俯冲板块的流体对岩石圈地幔深部的组成有重要影

响[31]。超深金刚石中含水林伍德石的发现为地幔转换

带含水提供了直接证据，含水的地幔转换带很可能在岩

浆活动和板块构造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32]。形成于地

球表面之下780 km处的金刚石中钙-钙钛矿的发现，是

对地球第四富含矿物的首次直接观测；金刚石中碳同位

素的组成，以及其初始的CaSiO3结构，暗示着洋壳进入

下地幔的循环作用[33]。蓝色含硼金刚石中含有矿物包

裹体，表明这些金刚石形成于俯冲到下地幔的大洋岩石

圈。其揭示了碳、水和其他物质从地壳到下地幔然后回

到地球表面的超深的循环路径[34]。
库藏与流量共同体下属的地球深部碳脱气研究组

（DECADE）致力于准确测定全球通过火山排放到大气

圈中CO2的流量。为达成这一目标，DECADE开展了大

量的野外工作，已经在全球150个最活跃的火山中的20
个上安装了CO2监测网。DECADE还开展了以实验室为

基础的研究，重点通过使用气体样品和熔融包裹体，为

排放到大气中的碳提供经验约束。

哥斯达黎加图里亚尔瓦火山上的高频气体监测揭示

了火山喷发的CO2前兆现象，这为改进火山喷发预报奠

定了基础[35]。由DECADE成员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团

队证实：位于西南太平洋瓦努阿图火山弧的安布里姆玄

武质火山，是全球范围内已知的前三大持久性释放火

山气体的火山之一[36]。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陆裂

谷是火山和断裂带向地球表面释放深部碳的主要源区

[37−40]。对大西洋洋中脊橄榄石熔融包裹体的最新测

量显示，全球不同区域上地幔碳含量的变化接近两个数

量级，这将影响熔体的动力学过程、火山活动的类型和

由地球脱气而引起的大气演化[41]。在一项全球性的研

究中，DCO科学家首次在碳酸盐沉积物下沉到海底的火

山弧区域发现更高碳排放的证据[m(CO2)/m(Stotal)，此处 
m(CO2) 和 m(Stotal) 分别代表CO2和硫的总量] [42]。综合

全球火山弧区域碳、氦同位素数据可知，全球火山气体

中碳同位素的平均组成明显重于典型的洋中脊玄武岩；

该结果表明，地壳灰岩层是火山碳的重要来源，这对理

解碳返回地幔深部的过程和推测地球古气候具有重要的

意义[43]。
深时尺度上的地球深部碳循环可视化建模对实现

DCO总目标意义重大。对俯冲带碳流量的再评估表明，

俯冲沉积物和大洋板块中几乎全部的碳都将进入流体或

熔体中，只有相对少部分的碳被返还到对流的地幔[44]。
板块构造的重建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建立起了深部碳循环

和大气CO2浓度之间的关系[45−47]。数值模型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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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分对在软流圈中运移的反应熔体的作用显示，尽管

CO2和水浓度较低，但是它们对岩浆作用的程度与岩浆

形成的方式有着重要的控制作用，同时还影响着熔体迁

移的动力学过程以及碳在岩石圈-软流圈边界处的停滞

效应。这些发现对地球深部脱气过程意义重大[48, 49]。

4. 深部能源共同体

DCO深部能源共同体致力于发展对调节地壳与地幔

中非生物成因的碳氢化合物和其他有机物种产量以及产

出速率的环境和过程的基本认识。这项研究正在改变我

们对甲烷（CH4）的认识，包括对其成因、起源和形成

温度的全新的理解。仪器的革命性进步使我们能区分非

生物成因甲烷和生物成因甲烷。

Panorama质谱仪是第一台能在自然丰度下分辨两

种质量数为18的甲烷双重取代同位素体（二元同位素

体）——13CH3D和12CD2H2的仪器[50]。在一篇由Edward 
Young和来自8个国家14个研究所的23名研究员合作的

文章[51]中，报道了首次完成对甲烷双重取代同位素体

的测定，气体样品来源于不同的地质背景，包括大型天

然气田、超基性杂岩以及来自前寒武纪克拉通地下矿区

深部的古水体。如果系统达到热力学平衡，那么13CH3D
和12CD2H2将作为两个独立的分子温度计。如果系统没

能达到热力学平衡，那么就不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标定温

度；但是，这些数据可以提供区分非生物成因和生物成

因甲烷的方法。不平衡体系中的同位素比值可以提供甲

烷形成机制的信息，并可作为示踪剂帮助我们理解其混

合、扩散、运动和其他过程[51]。
在深海热液喷口喷出的热泉中普遍存在着溶解的甲

烷，它们是生活在海底的微生物群落的潜在碳源。甲烷

二元同位素分析表明，非生物成因的海底热泉甲烷形成

于热的（270~360 ℃）、深的、未接受沉积的洋壳[52]。
这一重大发现是由在DCO支持下开发的可调谐红外激

光吸收光谱仪[53]实现的。通过该仪器，从大量的天然

样和人工培养样中获得的微生物甲烷产生了不平衡的二

元同位素信号[54]。二元同位素异常对确定甲烷的生物

地球化学源区、富集情况和总量估计提供了约束。

计算研究发现了一种形成非生物成因甲烷的新机

制：在纳米微孔控制的化学反应中，二氧化碳甲烷化的

限制作用将使热力学平衡向生成甲烷的方向移动[55]。
这种产生非生物成因甲烷的机制可能适用于海水和洋壳

的相互作用过程，并且能解释某些深海热液喷口系统中

甲烷的来源。

科研人员开展了大量关于非生物成因甲烷形成机制

的实验研究，实验涉及相当广的环境条件，包括超基性

岩蛇纹石化过程中形成的还原环境。通过同位素标记的

CO2，部分实验证实早期认为CH4形成于低温蛇纹石化

过程的观点是错误的[56]。但是，其他实验表明在低温、

存在足量氢气（H2）的条件下，CO2还原将产生大量的

甲烷[56]。类似地，在蛇纹石化的超基性岩中，甲烷可

以在低温下由含钌（Ru）铬铁矿催化产生[51, 57]。
DCO研究人员在全球开展了蛇纹石化过程中H2和

CH4产生的野外调研工作。例如，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IODP）357航次科考：亚特兰蒂斯地块蛇纹石化和生

物活动在大西洋洋中脊侧翼、跨大西洋地块处形成的

一个横断面。此次科考考察了蛇纹石化过程在驱动海

底热液系统形成、维持微生物群落稳定和固碳等方面

的作用[58]。
在一篇具重大意义的论文中，DCO科学家记录到在

大洋岩石圈中通过非生物途径合成的氨基酸[59]。非生

物合成氨基酸形成于亚特兰蒂斯地块下部蛇纹石化改造

作用的晚期阶段。这一发现对于生命起源、古新陈代谢

作用以及现今深部生物圈功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前寒武纪克拉通中古地下水如今被认为是H2的重要

来源，这一观点支持地下生物圈能达到几千米的深度

[60]。然而，前寒武纪大陆地壳对全球H2产量的贡献被

大大低估。如果同时考虑辐射分解作用和水化反应产生

的H2，那么由前寒武纪大陆岩石圈产生的H2的产率应与

海洋系统的估计值相当[61]。结合前寒武纪大陆岩石圈

H2的产量，现有的对全球H2的估计值应该翻倍，从而增

加地壳可居住体积。

氢分子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地球环境。DCO科学家

也是发现从土卫二上逃逸的分子氢和高级碳氢化合物团

队的成员。土卫二上有一层冰盖层覆盖着下部海洋[62, 
63]。氢分子的发现表明，外星大洋底部的水与岩石正

在发生反应[62]。土卫二上氢气分子的形成环境很可能

与地球洋底热液喷口系统类似。而由土卫二释放的复杂

含碳化合物[63]的发现，揭示了在卫星的大洋中也许存

在生命必需的原始成分。

5. 深部生命共同体

深层生命共同体致力于评估深部微生物与病毒所属

生物圈的性质和范围。该团队拓宽了我们对于地球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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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与病毒生物圈的认知水平，调查了这些生态系统存活

与演化的相互作用过程。DCO联合了各领域科学家从不

同角度来探索深部生命：①研究大陆、洋底沉积物与岩

石表层之下的生物圈；②探索基因组揭示的生命的极限

与生命可能的起源；③调查深部生命对一系列极端物理

化学条件的响应。

参加了IODP 337航次科考“Shimokita下深部煤层生

物圈”的DCO研究员探究了沉积物中生物圈的下边界。

他们在海底2.5 km之下的Miocene煤层中发现了能产生

甲烷的微生物生态系统[64]。这些生物集群可能是2000

万年前埋藏在陆源沉积物中的微生物的后代。尽管这些

微生物的细胞数量很低，但是它们的活性生长速率却从

数月到超过100年不等，其中一些生长最缓慢的微生物

的生长速率是由直接培养观测得到的[65]。DCO研究员

在南太平洋环流区域洋底75 m之下的沉积物中发现了好

氧微生物群落，这一发现表明在15%~44%的太平洋沉

积物和9%~37%的全球洋底沉积物中可能存在氧气和好

氧生物群落[66]。
具有能够承受住严酷压力等地下条件特性的物种，

如深古菌门，或许是那些常见物种的原始种，它们在

碳循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67]。因此，能在如高温、

富氢的Mid-Cayman Rise热液喷口系统等极端环境中存

在的微生物群落，对我们理解深部生命的极限非常重

要[68]。例如，深古菌门的微生物种是全球大洋下部

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古生菌。一项宏

基因组研究表明，深古菌亚群具有多种新陈代谢方式，

而这些代谢产物反过来又为异养、能产生甲烷的生物

群落提供原料[69]。另一项宏基因组研究发现，微生

物种不同的进化压力与关系到营养摄取、生物膜形成

和病毒入侵的基因有关，这一发现与不同地球化学背

景下不同热液喷口区显现出具有明显差异的演化历程

的现象相一致[70]。
基于对全球77个不同海洋生态系统的古生菌和细菌

的观察，DCO研究人员发现甲烷渗出区群落的多样性低

于其他生态系统的群落。存活下来的生物组合反映了甲

烷渗出区最有利的新陈代谢方式，并且将渗出区微生物

系与其他海底微生物系区分开来[71]。尽管在全球甲烷

产区仅有少数种类的嗜甲烷菌存在，但这些微生物可能

大大影响了海洋中甲烷的含量。

DCO也对大陆深部生物圈进行了研究。DCO科学

家通过收集全球大陆地下区域的细胞浓度和微生物多样

性数据，估计大陆地下细胞总数为2×1029~6×1029个，

所发现的细菌比深海古生菌更丰富，其群落组成与所处

环境岩性相关[72]。
研究人员对古威特沃特斯兰德盆地的地下岩石自养

微生物生态系统（SLiME）进行了研究，他们惊奇地发

现，以硫为能量来源的自养反硝化菌是主要的微生物

群。进一步分析表明，具有多种代谢方式的群落的共

存使那些非典型代谢反应处于优势，并使整个生态系

统趋于稳定[73]。模型还表明，原料的量而非溶氧量限

制了南非1.4 km深矿井中具12 300年历史的古大气降水

形成的裂隙水中真核生物的数量[74, 75]。深部地下油

气资源开发过程中与水压裂隙关联出现的微生物群落为

探究深部陆相生物圈提供了线索[76]。存在于地表以下

2500 m处的微生物表现出耐盐性、无电子受体的新陈代

谢能力和活跃的病毒感染性。

通过DCO深部生命普查（CoDL），DNA测序结果

为碳循环、深部生物圈演化以及大洋、大陆生态系统和

环境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例如，CoDL

的研究人员利用16S DNA测序技术，鉴定了来自Juan 
de Fuca Ridge海床以下280 m处的海底微生物观测站的

8个矿物中的细菌和古生菌种类。他们证实了不同的群

落积聚于不同的矿物，而群落的成组则是由矿物化学

实现的[77]。
DCO极端生物物理研究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研究

存在于极端环境中的生命。通过关注分子水平下生物对

极端条件的适应情况，研究人员正在提高我们对组成生

物结构的物理化学基础的认识，而这些物理化学基础定

义了生命的极限[78, 79]。

6. 产出与未来机遇

DCO正在整合四个科学共同体的研究，以实现对深

碳科学全新的认识并充分归纳DCO所取得的成果。该

过程旨在提高全球科研合作的积极性。产出的成果与开

展的活动包括跨团队的研究项目，如生物与俯冲作用和

含碳矿物的演化，以及研讨会、学术会议、可视化成果、

期刊和专业书籍。这些活动的高潮是“深碳2019——启

动深碳科学的下一个十年”国际会议。

为了帮助启动深碳科学的下一个十年计划，DCO科

学家正在开展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活动将延伸甚至超越

2019年最初十年计划的顶峰。作为DCO国际科学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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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关于深碳学科的戈登研究会议计划每两年举办一

次。为处于科研初期的科学家举办的两年一度的戈登深

碳科学研讨会可以作为DCO夏令营和DCO科研早期科

学家研讨会的延伸。由德国科研基金会支持的，旨在研

究极端条件下碳酸盐性质的高温高压碳酸盐（CarboPaT）
研究组，将继续为德国的深碳研究提供科研平台。在英

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旨在研究宜

居星球挥发分、地球动力学和固体地球的科研项目。由

DCO研究人员领导的欧洲清洁能源科学研究组得到了欧

盟地平线2020计划的支持。上海交通大学新成立的“深

部生命研究中心”和德国“洋底——地球未知界面”研

究组将为接下来十年的深部生命研究提供平台。上述以

及其他组织和科研活动将会推动下一个十年深碳科学研

究的发展。

7. 总结

2009年，DCO是一个雄心勃勃但成败未知的科研项

目。从那时起，DCO已经开始发展成为一个由1200多
名科学家组成的遍布全球、超越传统学科限制的科学网

络。DCO是一个科学孵化器，在它的支持下启动了全新

的科研小组、科学团队、国际科学合作关系、重大科研

项目、野外科考、科学仪器和公司。最重要的是，DCO

在多元、动态、跨学科的科学家与科研团队之间留下了

一个永恒的遗产。DCO管理和团队建设的创新对该项目

取得成果起了关键作用。基于其在深碳科学领域取得的

突破性进展，DCO可以作为解决大规模、跨学科和国际

性科学问题的有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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